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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良恒、帅才

“弟兄们！来生再见。”
正在热映的抗战题材电影《八佰》里，最后撤

退前，演员李晨饰演的山东兵在和战友诀别时，一
句“来生再见”让无数观众瞬间泪崩。这个桥段是
电影演员对抗战中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慷慨赴死
壮举的艺术再现。

实际上，在抗战史上，中国军人的确曾在一道
绝命电报中誓言“一死报国”“来生再见”。这道由抗
日名将方先觉率部从极为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
战场发出的“最后一电”，在《大公报》刊载之后，极
大地鼓舞了当时正苦苦支撑的二战盟国亿万
军民。

“最后一电”发报者卢庆贻依然健在。在历经
残酷的战争和沧桑的岁月后，如今他平静地生活
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的一个村子里。穿越大时
代的滚滚洪流，他坚韧而顽强地活着，守护着这段
尘封已久的往事。

孤军坚守孤城 47 天

微风轻拂，稻浪翻滚，白鹭低飞，卢庆贻老人
家的房子被一大片稻田包围着。

当年参战时，卢庆贻还是尚未成年的“黄髫小
儿”，如今已是 92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他瘦小的身
躯有些佝偻，耳朵有点背，但身子骨还算硬朗，言
语表达很流畅。

在老两口居住的老宅堂屋里落座后，卢老打
开话匣子，讲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将记者思绪
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28 年，我出生在长沙城南门灯笼街。祖父
母在长沙做生意，小时候家里条件不错。”卢老回
忆说，1938 年，日本一路南下，情势危急的长沙城
在“文夕大火”中沦为焦土，此后他随家人搬回湘
潭老家。

1940 年，祖父过世。失去“主心骨”，家里越来
越困难，卢庆贻不得不辍学。1941 年，刚满 13 岁
的他前往长沙谋生。年底，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
参战部队伤亡较大，减员严重，长沙城内四处都有

征兵点。
恰逢第十军招收报务员，卢庆贻报名参加考

试，通过选拔以后，在长沙城接受半年培训，随后
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

1944 年，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日军
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疯
狂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这是日军发动侵华
战争以来，在中国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进攻，扼
守粤汉铁路的长沙、衡阳是主战场之一。

当年 5 月底，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主将
横山勇找到国军守将薛岳“天炉战法”漏洞，狡猾
地实施作战计划。当年 6 月，长沙沦陷，衡阳北面
再无阻挡，日军大举南下进犯。

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寸土不让，等待援军，
但双方实力悬殊，守军只有 17000 余人，日军兵力
超过十万人，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
衡阳城狂轰滥炸。

卢老回忆说，1944 年 6 月下旬，在横山勇指
挥下，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从
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但守军士气高涨，沉着
应战，顶住敌人猛烈炮火，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
推进一步。

“日军还使用了毒气，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
被毒死。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但还是远
远满足不了需要，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
上防毒。”卢老说。

此后，日军又分别于 7 月下旬、8 月上旬对衡
阳城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强攻。由于伤亡惨重，粮
食弹药补给吃紧，援军又迟迟没有到来，第十军守
城越来越吃力。最终在 8 月 6 日清晨，日军在守军
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从北门攻入了衡阳城内。

“6 日中午，方先觉军长召集师长、参谋长在
衡阳城内开会，最终决定放弃从衡阳城突围，并拟
好了一道电报。”卢老说，6 日下午，译电员将电报
交给他，他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电报经由芷江空
军台再转往重庆。

由于援军久久未到，衡阳城已成焦土，城内官
兵命悬一线。经与日军谈判，在得到不屠城承诺
后，方先觉 8 月 8 日率部放弃抵抗，此时这支孤军
已坚守 47 天。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我当时并不知道电报内容，发报后不久，我
就被俘了，1000多人全部被日军关在衡阳城内的
天主教堂。”卢老说。

衡阳保卫战持续超过一个半月，军需巨大，日
军粮食补给也极为短缺。到秋收时，日军挑出一批
年轻力壮的第十军被俘官兵，用枪指着，强迫他们
去抢收百姓种的稻子。

“我也被挑中了。”卢老说，20多个人白天收
禾，晚上休息。在去往湖南零陵的路上，他们被看
守的日军士兵逼着上山，到老百姓家里抢粮食。他
们瞅准机会，上山后跟老乡讲明情况，饱餐一顿后
就跑了。日军士兵怕遇到游击队，也不追。

逃出来后，卢庆贻一路向西走，四处寻找部
队。在湘中武冈地区，他碰到了七十四军游击队，
随后被带到七十四军军部，被安排在电台做事。通
过军部电台，他与设在贵阳的第十军留守处联系
上。最终，几经辗转，卢庆贻来到贵阳，回归原部队。

在贵阳第十军留守处，卢庆贻第一次看到
《大公报》刊发的“最后一电”：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
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
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
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
见。”

“看完后，我没忍住，大哭一场，心里特别难
受。那么多战友，有的年纪跟我差不多，还不到
20 岁，就壮烈牺牲了。”卢老说，他很庆幸自己
能够在无比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活下来，但是
数千名战友却把生命留在了衡阳，为国家和民
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当着记者
的面，卢老面带泪光，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
电文。他说，这 70多年来，他曾在心中无数遍默
念过这道电报。

衡阳沦陷后，大量阵亡将士遗体暴露于野，
长时间没有得到安置，日晒雨淋，面目全非。抗
战胜利后，第十军师长葛先才奉命重回衡阳，搜
集掩埋阵亡将士遗骸。

60 余名第十军官兵闻讯赶来，卢庆贻也是
其中之一。“遗体很多都腐烂啦，不完整，臭气熏
天，看着心里难受，忍不住流眼泪。”卢老说，四
个多月时间，他们一共收集 3000多具阵亡将士
遗体，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改组，卢庆贻被编
入整编第三师。1946 年，卢庆贻选择回乡，从此
离开战场。“当时，我出来当兵已经四五年，非常
想念家中亲人，拿到证件和路费后，就回到老家
务农，从此再没出去。”卢老说。

“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要再

有战争”

弹指一挥间，转眼过去 70多年。离开战场
后，卢庆贻又几经辗转，最终在湘潭市雨湖区姜
畲镇易建河村安家。

70 多年来，卢庆贻和爱人邓利文勤耕苦
作，生儿育女，操持家庭。如今，一家人已经是四

世同堂，老两口仍然坚持劳动，在老宅里过着祥
和的日子。

卢老对记者说，他对现在的生活还算满意。
从 2015 年开始，他每月能拿到 400 元老兵补贴。
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大儿子是当地有名的
种粮大户，二儿子现在海南省海口市任公务员。
他和老伴身体还算健康，儿孙们也经常回来。

70多年来，卢庆贻经常想起牺牲的战友。他
说，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事情都已经想不起来，脑
海中很多战友的样子越来越模糊，能记得的名字
也越来越少，但当年惨烈的战斗场景仿佛就在昨
天，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依稀能听到枪炮声。

在卢庆贻心中，还有一件事是终身遗憾。当
年，一位名叫罗学先的同学也在第十军军部电
台工作，两人有很深厚的交谊。遗憾的是，他的
这位同学战友没能在战争中活下来，死于日军
飞机轰炸，牺牲时还很年轻，不到 20 岁。

“战争结束后，我一直想给罗学先家里写封
信，将他已经牺牲的情况告诉他家里人。可惜的
是，我的照片、证件还有同学录都丢了，不知道
他家地址，都不晓得该把信寄到哪里去。这是我
最大的遗憾。”卢老说。

最近几年来，卢庆贻经常受邀参加各种与纪
念抗战相关的主题活动。2015 年 9 月 3 日，作为
抗战老兵代表，他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阅
兵，并于当天坐上第 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

在卢庆贻卧房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
战纪念活动的照片，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
勋章。“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算幸运的。无
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才换来如今的和平
生活。”卢老说，“我们要珍惜和平，希望永远不
要再有战争。”

卢老说：“战争太残酷，无数人因为战争生
离死别。我们要铭记历史，不能忘了曾经的伤
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那些为民族、为国家、为
人民英勇献身的将士们。”

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在世的衡阳保卫
战参战老兵已越来越少。活着，他们是民族的英
雄；逝去，他们是永远的丰碑。

“一死报国，来生再见”，他发出衡阳保卫战“最后一电”

▲卢庆贻近照。本报记者陈振海摄

本报记者张桂林、刘恩黎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
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同志
们，猛进！猛进！”

1939 年，随着华中重镇武汉失守，侵华日军
南犯长沙，西窥宜昌，并频繁派出轰炸机群，空袭
重庆等后方城市。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难时
刻。然而，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
在重庆嘉陵江畔传唱开来。

与这歌声相伴的，是长江、嘉陵江两岸越来越
多的厂房里、岩洞中，轰鸣不息的机器、日夜苦干
的工人，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枪炮。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
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地处长江上游，据夔巫
之险，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
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

在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重庆还
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
任。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
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
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
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
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一尊手握
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
朝东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雕像下方的
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

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
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
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
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
徙，于 1940 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
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
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
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
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
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中东部
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
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
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卢沟桥事变”前，
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但由于对战局发
展态势估计不足，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
械供应，各兵工厂直到 1937 年 9 月至 11 月，才陆
续动迁，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

专事机枪、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
令后，职工们夜以继日将 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
拆卸装箱，于 1937 年 11 月底紧急撤离南京。因时
局紧迫、运输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
走。无奈之下，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
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寻机抢运。虽然做了这样的
安排，但并未抱太大希望。

12 月 6 日，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听闻炮
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来群众协助，将剩余物
资装上两条民船，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随后一
路顶风冒雪，水陆兼程，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
下，终于在 1938 年 2 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
石码头。厂长李承干深为感动，赞叹道：“三君于国
难极端严重时期，为国为厂，竟能不顾一己之安
危，不独为国家保存数十吨物资，其艰苦卓绝之行
为更堪资一般人所矜式。”

钢铁乃武器之母。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
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

源——包括汉阳铁厂、钢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
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不得不于
1938 年 6 月自武汉迁往重庆。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艰
险异常。原钢迁会员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
这样回忆：“走到湖北枝江，说完了，船快翻了。很
多人就哭，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我说，
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救人吧。
我说，这决不可能！”“结果这个船倾斜到 35度，好
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石头，如果碰到暗礁的
话，那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历史档案显示，至 1940 年，我国兵工内迁完
成时，兵工署直属 17 家兵工企业中，有 11 家驻扎
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
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
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
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
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
器工业中心。

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经过保护性修
复，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重庆建川博物馆”。
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
的实物、影像资料等。

在兵工史展览区，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机
枪，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迫击炮，静静陈列着。
“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这款二七式掷弹筒，是
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性能远
优于日军同类装备，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
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

自淞沪会战以来，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
造成枪械、弹药大量损耗。历史档案记载：全面抗
战爆发的最初半年，“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
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
上。”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
1937 年 11 月，军政部报告“库存弹药只够 20 个
师作战三个月”。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

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
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
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
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
唐润明告诉记者。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
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
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

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
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
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
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
线武器供应不辍。

已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的金陵兵工厂，在厂
长李承干组织下，自南京搬迁之始，即派人赴香港
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各员
皆分负责任，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
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
夜勤劳，尽忠不倦。”三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
1938 年 3 月 1 日，二十一厂率先复工，当月就赶制
出 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战时的重庆，缺电、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
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
镇上，由于这里未通电，只能靠自发电，兵工署配
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 445 马力柴油发电机，却又
无柴油可用。生产工作只能从“炼油”开始。化学专
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找来
几个旧油桶，自己动手锻打铁器，又买来当地常见
的桐油，经过一番摸索，竟然炼出了柴油，终于让
机器轰鸣起来。

除物料匮乏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
繁的敌机轰炸。1938 年 10 月之后，日军几乎每周
出动飞机，轰炸重庆市区。沿江布局以图运输、水
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成为重点轰炸对象。

为防空袭，第一工厂边生产，边在长江边岩壁
上开凿出 116个岩洞，建成 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
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

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
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二十一厂则调整工厂布局，坚持在地面生产。铣

工胡学佑曾回忆，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间隔很

远，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轰炸一
完，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

尽管困难重重，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
有制式武器的同时，还不断改进、仿制新式武
器，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血肉之躯”与日寇作
战的将士们，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各兵工厂改
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以二十一厂为例，在老
式“汉阳造”基础上，结合德国八九式步枪，于
1943 年创制出一种新型步枪，比上述两型步枪
更灵便、更安全，杀伤力也更大；改良升级捷克
式轻机枪，能立射、跪射、卧射，还可以高射低飞
的飞机，每分钟射速达 250发至 300发；新制一
二〇 迫击炮，最大射程 5000 米，较法国同类产
品减轻一半，且操作灵便，发火精准。

掷弹筒是侵华日军频繁使用的步兵武器，
抗战初期，曾给我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1938
年底，三十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装拆简
单，调整射程需时极短，每分钟可发射 20发，批
量投入战场后，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
五十工厂还于 1941 年成功试制出三七战防炮
（步兵平射炮），用以对付日军坦克、装甲车。

“众多工厂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断提高，质
量日益改进。1938 年到 1945 年，重庆主要兵工
厂共生产各种枪弹 8.5 亿发，炮弹近 600万颗，
步枪近 30 万支，轻重机枪 3 万余挺，火炮 1.4
万门，掷弹筒 6.8万具，甲雷 42万多颗。”唐润
明介绍说，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诸如
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
供应且有盈余，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
也基本能满足需要，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
支柱作用。

同志们，猛进！猛进！

“举目四瞩，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战情
绪，上下一心，坚逾金石。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
抗……本厂为制造枪弹工厂，任务极为艰巨……
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迄至胜利。”

这是抗战胜利后，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厂长
陈哲生的一段记叙。和陈哲生一样，当时身处艰

险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对破碎的山河、嚣张的敌
焰，无不“拼命流汗牺牲，竞图赶造”。

生于南京，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
一工厂子弟郑洪泉，今年已 90 岁高龄。他至今
记得 80 余年前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
“刚搬到重庆时，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 12到
14个小时。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下到普通工
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们的
老厂长李承干！”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李承干，1919
年进入汉阳兵工厂，1931 年任金陵兵工厂厂
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三个
月西迁重庆并复工的奇迹，此后的二十一工厂
不断扩产壮大。

“李承干一直单身，到重庆后完全以厂为
家。14 平方米的办公室，他和主任秘书、工务处
长三人办公，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
室。不管多晚睡，有事随时要叫醒他。”从大学教
授岗位退休后专心研究李承干的郑洪泉，对“老
厂长”的抗战往事如数家珍：预料到战事日紧，
设备、物资肯定会短缺，他就派出得力人员常年
到外采办；他亲自主持设计新式步枪，改进机
枪、迫击炮；他非常关心职工生活，但生产上要
求极严格……

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面对日军飞机
频繁空袭，李承干最关心机器分散开保护好没，
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后
一个进洞。有时甚至喃喃自语：“炸我们吧，炸我
们好。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总比炸那些没有能
力恢复的工厂好。”

为激励职工斗志，鼓舞大家战胜困难。李承
干还邀请留日时就已熟识的著名诗人、学者郭
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
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
为之谱曲：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
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
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
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
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
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
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
从此，这首歌就唱响在长江、嘉陵江畔。

在李承干带领下，二十一工厂先后接管了
汉阳兵工厂步枪厂、二十工厂轻机关枪厂、重庆
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厂部分、四十工厂，并在云
南安宁建立分厂，最终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的
兵工厂。到抗战末期，其武器产量已达“全国轻
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样头顶轰炸“猛进”的，还有钢迁会的员
工们。抗战期间，仅钢迁会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
日军空袭至少有三次，死伤员工约 200 人。但面
对敌人的残酷轰炸，1940 年至 1945 年，钢迁会
钢铁厂共生产生铁 96057吨、钢 28657吨、钢材
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
铁的 90％、钢的 65％、钢材的 40％。

“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
还得躲避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
没有，如果挂了，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
弹了。”老工人邹宗友回忆说，尽管如此，我们
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
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
略者。

一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抗
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
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
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
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
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

愈炸愈强的抗日“兵器库”
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

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

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

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

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

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

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

环境中 ，满腔热忱 ，争分夺秒

“创造犀利的武器”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本报记者黄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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